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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束竹柱与瓦棱柱的初步研究
陈  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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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collects and trims the data of the shuzhu zhu (lit.“bundled bamboo columns”; 

reeded columns) and waleng zhu  (lit.“corrugated columns”; fluted columns) of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emphasizes the native origin of the former and the exotic origin of the latter, and points out that the motif of 

combined shuzhu and waleng patterns was assigned the connotation related to the proliferation of offspring.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waleng (fluting), as an imported architectural décor for China, need to be 

understood with the references to the communic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on the ideas and techniques 

of architecture and sculpture. The joint application of the shuzhu and waleng patterns in the late Eastern Han 

Dynasty and the several centuries since then reflected the absorption and adaptation of the local cultures to the 

exotic cultural elements, and the final submission of the exotic cultural elements to the native views on life and 

death and genealogical continuity.

汉代以砖石材料作为建筑材料的墓葬形

式开始出现并流行。杜朴（Robert Thorp）、

罗森（Jessica Rawson）、巫鸿等西方学者曾

提出汉代对于砖石材料作为建筑材料的运用

是一个划时代的发现[1]。在汉代以前，砖石

很少被用作建筑材料，从墓室到地面上的建

筑，都主要使用木材。而到了汉代，砖石逐

渐成了墓葬的主要建筑材料。其中有直接在

山体岩石上开凿出来的崖墓，也有建在地下

或半地下的砖石室墓。但是地面上的建筑仍

然主要使用传统的木材。这种在建筑材料上

的重大转变，并且仅仅是局限于墓葬建筑，

一定和当时人们在观念上的重大转变有关。

汉代开始大量涌现的以砖石材料作为建筑材

料的崖墓以及砖石室墓，还有随之而来的画

像石、画像砖，以及石刻镇墓兽、石刻神道

立柱等陵园配套建筑，都可能是受到来自异

域文化中石雕和石刻文化的影响。这一推论

的得出也是考虑到西方有着更悠久的砖石建

筑传统。束竹柱和瓦棱柱就是在这一墓葬建

筑材料发生重大转变时期出现的新型墓葬建

筑构件。

现存最早的束竹柱与瓦棱柱实例可追

溯到东汉时期。束竹柱指带有凸出直棱纹的

柱子，中间往往以绳索纹进行分隔，仿佛是

用绳子捆束的很多根竹子。瓦棱柱指带有

凹下直棱纹的柱子。在探讨直棱纹柱子的源

起时，束竹柱和瓦棱柱通常被放在一起进

行比较和分析。本文整理收集了现存的九件

（组）东汉时期的束竹柱和瓦棱柱实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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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理前人提出的关于直棱纹柱源起理论的同

时[2]，提出关于束竹柱和瓦棱柱出现和发展

的新观点。

一、现存东汉束竹柱与瓦棱柱
实例

目前保存的九件（组）东汉时期的束竹

柱和瓦棱柱，分别是北京秦君神道石柱[3]、

山东济南琅邪相刘君神道石柱[4]、山东青州

博物馆藏画像石柱[5]、山东安丘董家庄画像

石墓石柱浮雕[6]、四川乐山柿子湾Ⅰ区14号

崖墓石柱浮雕[7]、四川乐山棉花坡125号崖墓

石柱浮雕[8]、四川乐山棉花坡126号崖墓石柱

浮雕[9]、四川中江兴隆镇崖墓石柱、四川成

都611所汉墓出土陶楼立柱。其中，北京秦

君神道石柱为瓦棱柱，山东安丘董家庄画像

石墓石柱浮雕为束竹纹与瓦棱纹的组合，其

余实例全部为束竹柱。

北京秦君神道石柱是位于北京西郊的

汉墓神道石刻中的一对立柱，呈圆柱形，高

2.25米（图一）。每根石柱分为上下两段。

上段石柱柱身没有纹饰，但刻有一对伏虎承

托石榜，石榜上刻“汉故幽州书佐秦君之神

道”。下段石柱柱身刻满下凹的直棱纹。上

段和下段石柱以一圈覆莲纹分隔。根据与石

柱同时发现的石阙铭文“永元十七年四月□

令改元元兴元年（公元105年）□十月鲁工

石巨宜造”，可以推断此对瓦棱柱的制作年

代大致为东汉中期。

山东济南琅邪相刘君神道石柱残高约

2.13米，圆柱形的柱身上刻满了凸出的直棱

纹（图二）。直棱纹之上所刻的表现竹节的

很多痕迹仍清晰可见；柱身刻有绳纹和以圆

雕形式雕刻的双螭和石榜，石榜上刻“汉故

琅邪相刘君神道”。根据王献唐对石榜铭文

中“刘君”的考证，此石柱的制作年代约为

东汉延熹八年（公元165年）。

山东青州博物馆藏画像石柱呈圆柱形，

高2.34米。柱上的纹饰可自上而下分为四部

分。第一部分为三角纹和圆珠纹等构成的复合

花纹带。第二部分的雕刻为束竹纹，很多表现

竹节的雕刻细节仍然十分清晰。第三部分为

龙、虎、熊、禽等

各种动物形象。第

四部分也就是最底

层为云气纹饰带。

此石柱的年代定为

东汉晚期，柱身上

没有雕刻石榜，应

不是神道石柱[10]。

山东安丘董家

庄画像石墓石柱浮

雕位于画像石墓后

室北壁中部的壁柱

（图三）。整个壁

柱略呈方形，高1.2

米，顶部刻画成栌

斗。除北面靠墙壁

外，其他三面都有

雕刻。壁柱的南面
图一  北京秦君神道石柱

（笔者拍摄于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

图二  山东济南琅邪相刘君
神道石柱

（笔者拍摄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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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分为上、中、下三部

分，上部刻有七个相互

依偎的人物；中部为束

竹纹，其上雕刻着九个

人物；下部为四条下凹

的直棱纹[11]。划分上、

中、下三部分的是两条

带状纹饰，其中束竹纹

上方的带状纹饰明显表

现的是绳索。

四川乐山柿子湾Ⅰ

区14号崖墓的束竹柱浮

雕现可通过拓片辨识出

用来捆束竹子的绳索纹

以及竹节上的斑纹。同

时，束竹柱的顶端为仿

木结构的斗拱。乐山棉

花坡125和126号崖墓也

发现有类似的束竹柱浮

雕[12]。

四川中江兴隆镇崖墓石柱中有

饰束竹纹的墓室中柱，其上有两圈绳

索纹并隐约可见竹节上的斑纹（图

四）。柱础为卧犬形象的石雕[13]。

四川成都611所汉墓出土的一

座陶楼顶层刻画了一对束竹柱（图

五）。陶楼共有三层，顶层的一对束

竹柱分别支撑一件斗拱。竹节上的斑

纹刻画鲜明，柱子顶部和底部分别束

有一圈绳子[14]。

二、束竹柱与竹子特质的
清晰刻画

在以往讨论束竹柱的特征时，研究者往

往通过柱子上凸出的直棱纹和绳索纹图案来

强调制作者有意表现柱子是由成捆的竹子用

绳子捆绑而成的[15]。但也有学者认为仅通过

这两点并不足以证明此类柱子模仿的是现实

中存在的用竹子捆成的柱子[16]。通过本文收

集的东汉时期的束竹柱实例可以看出，几乎

所有束竹柱都细致刻画出了竹节上的斑纹，

以进一步突显石刻或陶塑的柱子模仿的是竹

子的材质。成都611所汉墓出土陶楼尤其有

力地证明了类似的束竹柱明确无疑刻画的是

竹子捆绑而成的柱子，而且证明束竹柱应该

是用于日常建筑当中的。

关于束竹柱的最早文字记载见于北魏郦

道元的《水经注》[17]。

图三  山东安丘董家庄画像石墓壁柱
（笔者拍摄于安丘董家庄汉墓）

图四  四川中江兴隆镇崖墓中柱
（中江博物馆王启鹏、黄勇拍摄）

图五  四川成都611所汉墓出土陶楼局部
（笔者拍摄于成都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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濄水南有谯定王司马士会冢，冢前

有碑，晋永嘉三年（公元309年）立。碑

南二百许步，有两石柱，高丈余，半下为

束竹交文，作制工巧。石榜云：晋故使持

节、散骑常侍、都督扬州江州诸军事、安

东大将军、谯定王河内温司马公墓之神

道。

傅熹年指出用竹、木等植物的茎、秆捆

扎成束用作建筑物的柱子是一种古老的建筑

传统，并逐渐演化成为一种建筑装饰线脚，

成为石柱和木柱的表面装饰[18]。以石材模仿

植物建筑材料的传统在世界其他文明中也有

类似例子。例如，古埃及神庙的石柱模仿用

纸莎草的秆捆绑而成的柱子。石柱中段呈现

的曲线意在模仿纸莎草秆在捆绑两端的状态

下两端细、中间粗的形态[19]。

东汉是大量石室墓以及地面大、中型石

刻涌现的时期，以石刻手法表现束竹柱与这

样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当石材用来再现日

常生活中的建筑时，这些日常建筑往往被赋

予与永生以及升仙有关的意义[20]。对当时的

中国工匠以及丧葬市场的消费者来说，石材

是一种陌生而新鲜的材料，如何利用石材再

现生活中的各种事物既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人们的生死观，也反映出人们对于石头作为

建筑材料的最初认识和不断摸索。现存的东

汉束竹柱都出自墓葬环境，或是神道立柱，

或是墓室中的柱子，还有一例是随葬品的组

成部分。陈明达曾指出，根据山东沂南汉墓

中一处表现庭院场景的画像石可以看出，地

面神道石柱模仿的是庭院大门外石阙前用来

拴马的木柱。而石榜则模仿的是木柱上横贯

的木牌[21]。当用石刻把这些生活中的建筑设

施转换为墓葬设施时，各种雕刻细节都在着

力表现所模仿对象的本来材质，例如一根一

根被束在一起的竹棍，竹节的纹路，以及捆

绑竹棍的绳索。同时，原本固定在木头柱子

上的木牌也以石榜的形式刻在了束竹柱的上

部。这些着力刻画的部分传达了制作者的一

种强烈信念，石材将日常生活中的设施进行

了转化，石头的束竹柱既与日常生活中的柱

子有关，又将日常生活中的柱子升华成了死

后升仙与宣扬孝道的重要道具。

三、瓦棱柱的石刻传统和
外来源起理论

现存的东汉时期瓦棱柱只有两例，分别

为北京的秦君神道石柱和山东安丘董家庄画

像石墓的壁柱。关于秦君神道石柱上凹下的

直棱纹已有赵超、杨晓春、李晨等学者进行

了讨论，并认为这种设计是受到了西方古典

石柱的影响[22]。但也有学者持反对意见，认

为直棱纹是中国文化特色，是对竹制品的模

仿[23]。本文支持瓦棱柱的外来源起学说，并

认为石刻束竹柱和瓦棱柱分别源于本土和西

方，并最终结合在一起，共同服务于人们对

于死后升仙和延续香火的追求。

西方的古典石柱最早也是源于对木材

的模仿。石柱上的凹棱很可能是在模仿树干

上刨下树皮后留下的一道一道的痕迹。这种

对于木材的模仿最终经过长期演化形成了一

套古典建筑规范，即多立克柱式上雕刻20道

凹棱，爱奥尼克和柯林斯柱式上雕刻24道凹

棱[24]。这种建筑规范强调比例的和谐，准确

的数字对于最终的理想视觉效果是必不可少

的。极为巧合的是，北京秦君神道的这对石

柱上，每一根石柱上都刻有24道凹棱。这是

否意味着建造秦君神道石柱的工匠深谙西方

古典建筑的法则，并将古典柱式严格地移植

到了神道石柱上。

在墓葬石刻开始涌现的东汉，不乏利

用石材对各种本土木工制品进行模仿的案

例，这其中也有对棺木上留下的瓦棱纹进行

的模仿。例如，四川东汉时期大量使用画

像石棺，而这些石棺的原型往往是传统使用

的木棺。于是，很多石刻造型都留有木材的

造型特点。重庆江津烟墩岗东汉砖室墓出土

的石棺棺盖就明显模仿木棺棺盖上的刨木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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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呈现出具有装饰性的下凹瓦棱纹图案

（图六）[25]。但北京秦君神道石柱上的下凹

瓦棱纹是否也是模仿木工制品呢？答案似乎

是否定的。石柱被明确的分为上下两部分。

上部为光滑的表面，只刻有一对托举着石榜

的石螭。仔细观察石榜的背面，可以发现与

石榜背面贴合的柱子上刻有突出的棱角，这

可能是为了表现原本木牌是通过牌子背面的

方套来套在木头柱子上的（图七）。一圈莲

瓣纹将上部与下部隔开。下部为纯粹的下凹

直棱纹，其上没有穿插绳纹或任何其他神兽

雕刻。这种表现手法仿佛在强调，上部是以

中国本土的石刻传统表现本土固有的木柱和

木牌，而下部是原汁原味地照搬西方的古典

石柱，刻意不掺杂任何多余的装饰。还有很

重要的一点是，石柱上的莲瓣纹在中国汉代

以前从未有过，但与西方古典石柱上常用的

莲瓣纹惊人地相似[26]。在工匠的心目中，上

部是用石材模仿木材，而下部则是更加纯粹

的石材，不存在以石材模仿其他材料的问

题。

北京秦君石柱是仅存的东汉时期带有瓦

棱纹的神道石柱。东汉之后制作的一系列神道

石柱延续了这种上下分为两段、在下段雕刻

瓦棱纹的传统。例如，西晋时期的河南博爱县

苛府君石柱[27]，以及以南京梁萧景墓石柱为代

表的南朝陵墓

神道石柱（图

八）[28]，都在

下部雕刻瓦棱

纹，而在上部

雕刻石榜和束

竹纹。这些石

柱都以绳索纹

泾渭分明地划

分出模仿木柱

的部分和本身

就是源于外来

石柱的部分。

下部的瓦棱纹从不掺杂任何绳索纹以及神兽雕

刻。而上部模仿竹子的束竹柱部分似乎是专门

用来钉“木”牌的。与瓦棱柱形成鲜明对照的

是束竹柱上的各种

繁复的神兽和人物

雕刻，似乎束竹纹

是石匠可以自由创

作发挥的背景。例

如，山东安丘董

家庄画像石墓中壁

柱，在上部的束竹

纹基础之上雕满了

人物，而下部的瓦

棱纹部分则没有任

何其他雕刻（见图

三）。此外，以纯

粹的束竹柱形式出

现的神道石柱通常

在柱身中部刻画神

兽浮雕，如东汉的

济南琅邪相刘君神

道石柱和西晋的洛

阳骠骑将军韩寿石

柱[29]。对于束竹纹

和瓦棱纹的明确区

分，体现了当时工

图六  重庆江津烟墩岗东汉砖室墓出土石棺拓本
（采自注释[25]图六）

图七  北京秦君神道石柱背面
（笔者拍摄于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

图八  南京梁萧景墓石柱
（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耿朔

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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匠对于束竹纹代表的竹子以及瓦棱纹代表的石

材的明确区分。

与北京秦君神道石柱同时发现的石阙上

有铭文“鲁工石巨宜造”，表明制作秦君石

柱的工匠来自山东，同时也似乎在暗示由于

这些石刻作品出自以石工著称的山东工匠之

手，其花费不菲，而品质也自然卓越。由此

看来，这些源于西方古典石柱的瓦棱柱是出

自山东石匠之手。邢义田曾撰文指出，东汉

时期山东活跃着以高平这一地区为中心的技

艺高超的石工集团。很多客户都不惜重金将

这一石工集团聘请到自己所在的地区制作墓

葬石刻[30]。山东的石工又可进一步细分为不

同的子区域集团，每一集团都有着自己的雕

刻风格。有时不同的工匠集团会共同合作完

成一座墓葬工程。以山东安丘董家庄画像石

墓为例，根据墓中的画像风格，曾蓝莹辨识

出三个参与了造墓工程的山东石匠集团。这

三个集团中，又以雕刻了由束竹纹和瓦棱纹

相结合的壁柱的石工集团最为独树一帜[31]。

根据董家庄画像石墓中包括了圆雕、高浮雕

在内的各种丰富雕刻技法， 郑岩将这座墓

葬的年代推定为东汉晚期[32]。这表明董家庄

墓中带有瓦棱纹的壁柱的制作年代晚于北京

的秦君石柱（公元105年）。那么，雕刻秦

君石柱的山东石匠是否是瓦棱纹石刻的开创

者，而董家庄壁柱的制作集团随后继承了这

套传统呢？

曾蓝莹曾提出格套的概念，即认为工

匠提供格套供丧家进行选择。从而，流传

在丧葬行业中的既定格套成为了丧家和工

匠之间进行沟通的语汇。根据这种理论，只

有少数情况下，丧家会对墓葬建筑的形制

以及设计细节有一套完整的构想，更多情况

下是从工匠提供的格套中进行选择[33]。瓦棱

纹很可能就是工匠提供给丧家的格套选择之

一。那么，瓦棱纹又是如何突然进入到山东

工匠的设计格套之中的呢？包华石（Martin 

Powers）指出，一个时代的纹饰风格从很大

程度上取决于当时的制作工具和生产组织形

式，因此纹饰风格是不易发生变化的[34]。由

此看来，瓦棱纹的突然出现很可能是受到某

些社会变化的影响。而这种社会变化还影响

到了当时山东和江苏北部的石室墓的设计，

具体来说就是石室墓设计中涉及的异域元

素。李晨曾撰文详细探讨了东汉石室墓中可

能借鉴到的西方石构建筑设计，如叠涩顶、

动物形象的柱础，以及线脚的使用。这种外

来建筑元素尤其集中地出现在山东和江苏北

部[35]。但是，这些西方设计元素是以何种方

式传入中国的，又有哪些证据可以证明，仍

是有待学界探讨的课题。本文认为，西方建

筑元素传入中国的路径上缺乏物证的一个重

要原因就在于，工匠的技艺传承在于人与人

之间的师徒传承和口头传承。复杂建筑工艺

的传播方式必须通过工匠的流动，而非简单

的图像和文字传播。虽然目前很难找到西方

石匠来到山东的证据，但是已有研究表明很

多东汉时期的山东石人雕像和画像石描绘了

异族形象[36]。因此，也不排除西方工匠来到

山东参与石室墓营建的可能性。而他们所带

来的西方石构建筑传统中，瓦棱纹是石柱装

饰所必备的组成部分，从而将这种外来纹饰

融入到了东汉的墓葬设施当中。但是中国本

土的工匠集团是有意识地将外来纹饰与本土

纹饰进行区分的，于是也就出现了对束竹纹

与瓦棱纹截然不同的处理方式。

虽然现存的东汉瓦棱柱只有两例，但

这两例都出自山东工匠之手，也在一定程度

上表明山东是西方建筑元素传入的重要地

区。与之形成对照的是，目前现存的九例东

汉束竹柱和瓦棱柱当中有五例都出自四川，

且全部是以石刻或陶塑形式再现中国传统建

筑中使用的束竹柱。与西方建筑元素大量

涌现的山东地区相比，东汉时期的四川在墓

葬石刻方面更关注如何以石刻生动地再现木

构建筑的特征。同时，束竹柱也没有出现在

东汉四川的地面墓葬设施当中。虽然地面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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阙在四川多有发现，但在石阙前竖立神道石

柱的传统似乎在东汉时还未进入四川[37]。直

到东晋时期，当四川地区开始使用地面神道

石柱时，也是使用束竹柱的形式，并注重刻

画仿竹和仿木的各种细节。例如，重庆巴县

现存有东晋隆安三年（公元399年）巴郡察

孝骑都尉杨阳石柱。残高0.82米。柱身为束

竹纹，柱上段刻一圈绳索纹，顶端出榫。柱

上的石榜铭文为：“晋故巴郡察孝骑」都尉

枳杨府君之」神道」君讳阳字世明涪」陵太

守之曾孙」隆安三年岁在己」亥十月十一日

立”[38]。四川和山东的不同区域石刻传统进

一步反映了束竹柱的本土源起和瓦棱柱的外

来源起。

四、束竹纹与瓦棱纹的结合

束竹纹与瓦棱纹在同一石柱上的结合广

泛见于南朝陵墓的神道石柱上（见图八）。

而这种结合的最早实例发现于前文所述的山

东安丘董家庄画像石墓当中。董家庄的壁

柱从某种程度上是具有开创性的设计，而其

所在的墓葬环境和柱子本身的丰富石刻又

为我们理解这种设计的内涵提供了线索。在

对这一壁柱进行描述时，郑岩指出这处柱子

的“东、西、南三面除去两个棱上的图像之

外，均作外凸的弧面，如果将三个弧面连起

来，恰呈一圆柱体”[39]。这种带有创意的设

计应是源于当时业已出现的结合了束竹纹与

瓦棱纹的圆柱。

壁柱的东、西、南三面，除南面刻有

瓦棱纹的部分之外，都刻满了表现生殖崇拜

的图像（图九）[40]。壁柱的东面和西面分别

刻有交龙的图案，也与生殖崇拜密切相关。

与交龙图案意义近似的龙衔璧或长有蛇尾的

伏羲、女娲图案往往出现在成对墓阙的两

侧。例如，重庆盘溪无铭阙、四川渠县沈氏

阙（图一○）、蒲家湾无铭阙、王家坪阙

等[41]。考虑到东汉时期，北京、山东等地区

开始出现墓阙与神道石柱相配合的地面陵园

建筑，这样的墓室壁柱设计可能是意在将墓

阙与神道石柱融为一体，仿佛是一对墓阙中

夹着由束竹纹和瓦棱纹构成的神道石柱。同

图九  山东安丘董家庄画像石墓壁柱展开图
（采自注释[11]图四）

图一○  渠县沈氏阙
（采自张孜江、高文主编：《中
国汉阙全集》第320页，中国建

筑工业出版社，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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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这一壁柱在墓室中位于埋葬墓主人的后

室后壁正中（图一一）。这种关键而特殊的

位置也解释了为何这一壁柱如此强调子孙繁

衍、延续香火的主题。

一种新的图案出现并延续使用数百年至

南朝时期达到鼎盛，必有其流行的道理。在

重视将墓葬建筑与子孙繁衍的寓意相结合的

时期，一旦束竹纹与瓦棱纹相结合的图案模

式被赋予了与子孙繁衍相关联的寓意，其流

行也就不难理解。此外，束竹纹与瓦棱纹相

结合背后的五行观念也值得深入探讨。束竹

纹源于中国传统的竹制建材，属于五行中的

木，在方位中属于东方。瓦棱纹源于西方建

筑传统中的石材，属于五行中的金，在方位

中属于西方。这两种纹样的刻意结合，并应

用于与寓意子孙繁衍有关的建筑，是否与当

时的五行相生相克观念有关，有待更多材料

的发现和进一步研究。

五、结    语

束竹纹与瓦棱纹这两种相近的建筑纹饰

看似同源，却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瓦棱纹

这种外来建筑纹饰在中国的出现和发展需要

结合建筑、石刻理念与技术的中西交流这一

大的文化背景进行理解。瓦棱纹与束竹纹在

东汉晚期以及随后数百年的结合使用，体现

了本土文化对于外来文化的兼容并蓄。外来

的文化形式最终是服务于本土的生死观和宗

祠延续理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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